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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本 《兰亭集诗》今已不传，今所传者乃唐代选家在其基础上以断章形式形成的一个选本，这个选

本后又被另一选家改编成一个新的选本。柳公权手书本 《兰亭集诗》是照抄前者，而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

则是照抄后者。考察柳抄本和集字本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和相关记载，可以明确原本 《兰亭集诗》所录诗并非今

所见 ３７首，诗的体制也非律诗和绝句。其编辑体例是以年龄为次，先四言后五言，四言诗王羲之为序，五言
诗孙绰为序。王献之三字为编者所在位置，但其是否就是编者，不敢遽断。兰亭禊饮本为亲故之间的亲子游，

参预人员并非一个严格的文学家阵容，且其作品又属玄言者流，故在六朝不为世所重。今传 《兰亭集诗》是玄

言诗创作情形的一个缩影，借此可以充分体认它和东晋玄言诗深刻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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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晋永和九年 （３５３ 年）形成的 《兰亭集诗》① 是流传方式最为特殊的一部诗总集，

据 《世说新语》，它最初是以文集的形式编辑成集，但却没有以文集的形式传下来，反倒是为书家所重，在

书法的领域以书法作品的形态流传至今，这就是宋桑世昌 《兰亭考》所载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书轴和故

宫博物院藏柳公权手书长卷 《兰亭集诗》绿绢本。柳公权手书 《兰亭集诗》为乾隆藏兰亭八柱第四，此本

《兰亭集诗》录四言、五言诗 ３７首，文录有孙绰序，王羲之序则略而不录，诗文中间附有编者的编辑说明。
关于它的真伪，古代学者并无异议，近代学者则多有怀疑，如徐邦达即认为，“从书法特征、艺术水平来作鉴

别，可以断定决非柳公权之笔”，“此本应是盛中唐间，一般的书手所抄写的抄卷，原与柳公权无涉”。又云：

“此卷绢质古厚，亦可信为唐代之物。”② 徐说甚是。不过，虽然其书法可疑，但这并不影响文本内容的真实

可靠，这主要是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已经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印证。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书轴今不

传，桑世昌 《兰亭考》载有其本文字，云是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③。此本 《兰亭集诗》也录四

言、五言诗 ３７首，并录王羲之和孙绰的序，其间编者的编辑说明与柳抄本大同小异，而诗文编排形式则不同
于柳抄本。原本 《兰亭集诗》今已不传，宋代以前的史志目录也无著录，今所见兰亭诗实赖此二本得以保

存，所以此二本世虽目为书法作品，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考察此二本 《兰亭集诗》所蕴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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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兰亭诗题名在历史上不一。唐前不见其名，唐宋始有称 《兰亭诗》者，如柳公权 《紫丝覣兰亭诗帖》、《宋史·艺文志》等；有

称 《兰亭诗集》者，如王尧臣 《崇文总目》、郑樵 《通志》等。明清则多称 《兰亭集诗》，如曹学? 《石仓历代诗选》、冯惟讷

《古诗纪》、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锺惺 《古诗归》、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王运 《八代诗选》、张玉 《古诗赏析》

等。本文即采用明清以来通行的题名。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１２７、１２９页。
桑世昌集，白云霜点校：《兰亭考》卷 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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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仅可以确定其所据文本的形制和性质，还可以据此推见原本 《兰亭集诗》的大致面目和编辑情况，

并进一步窥见兰亭诗形成的诗学背景和诗学意义。

一、柳公权手书 《兰亭集诗》的断章体性质

今传柳抄本 《兰亭集诗》有宋人邢天宠、杨希甫、 C 习之、李处益、孙大年、王易、宋适等人的题款，
但据徐邦达的考鉴，其中的宋金诸跋多为好事者移配或伪造，非本卷原有；徽宗宣和御府、高宗绍兴御府诸

印，除个别外，大多为伪印；而黄伯思跋则为后人托名抄录其 《东观余论》中相关论述。① 因有此疑，这些

题跋就不能轻易作为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来使用。所以要了解柳本 《兰亭集诗》的情况，还得仔细考察传世

文献和诗集本身所显示的信息。从现存宋代文献来看，除黄伯思 《东观余论》外，论者大多是从书法角度来

讨论柳抄本 《兰亭集诗》，鲜少从文本和文献角度来认识它，故宋代文献中俱不见载其文字。及至明代，才

有人从诗文文献角度留意到柳抄本的存在，如孙鑛就认为，“兰亭诗文本多此，但裁取佳句，实藉诚悬笔迹以
传，余弃者遂不传”②，指出柳抄本 《兰亭集诗》并非东晋永和九年编定的那个原本，而是好事者在原本基础

上重新删定的一个选本。毫无疑问，孙鑛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孙鑛只是据张彦远 《法书要录》的记录和

陆柬之手书王羲之 《兰亭诗》五言诗五首来说明柳抄本并非原本，实际上，柳抄本形成的情况远比孙鑛所言
复杂得多。

柳抄本首题云：“王献之　 四言诗并序。四言诗，王羲之为序，序行于代，故 （不）录。其诗文多不可

全载，今各裁其佳句而题之，亦古人断章之义也。（次）之如右。”孙绰序末又有云：“其诗亦裁而掇之，如

四言焉。”③ 这些文字，显非原本 《兰亭集诗》所有，而是后来编辑者留下的编辑说明，它清晰地透露了此本

《兰亭集诗》编选成集的全过程，借此可以明确柳抄本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选本形制。

首先，编者所谓 “其诗文多不可全载”，即是说柳抄本的这些四言、五言诗并非全取原本，而是在原本

四言、五言诗中精选而来。柳抄本的这一情况，四言固难寻其例，五言却可得其实。唐陆柬之曾手书王羲之

《兰亭诗》五言诗五首 （现藏上海图书馆），而张彦远 《法书要录》又录褚遂良右军书目 “第一永和九年二十

八行兰亭序，‘缠利害’二十二行”并文字④，即王羲之序和五言诗五首，诗与序同在一帖。对比可知，陆柬

之手书文字与褚遂良右军书目五言诗五首完全相同。而这五首诗中，柳抄本只录其中的第二首，余则不及。

这就说明，原本 《兰亭集诗》所载王羲之五言诗并不止一首，而是多首，其他四首不见录，显已被柳抄本所

删汰。王羲之五言诗的删汰之例表明，柳抄本收录的五言诗确如编者所言，乃是 “其诗文多不可全载”，经

过了他的拣选。五言诗如此，其四言诗的编选也自当是循此 “不可全载”之例而为，经历了一个删汰的过

程。据此而言，柳抄本不过就是在原本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选本，原本 《兰亭集诗》收录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肯

定是多于柳抄本的。

其次，编者所谓 “各裁其佳句而题之”“其诗亦裁而掇之，如四言焉”云云，即是说柳抄本精选的这些

四言、五言诗，也并非照录原作，而是去其劣者、裁其佳句而成之。那么，编者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裁掇

这些诗歌呢？考察可以看到，四言诗中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孙统、袁矫之、王徽之的都是四言八句，

余者均为四言四句，形成了一种非常统一的四韵或二韵之式。五言诗也复如此，如柳抄本中王羲之的五言诗

其二，据 《法书要录》，其前面尚有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⑤ 二句，但柳抄本却删此二句，成八句之

式。而其他人的五言诗，除王涣之五言三句外⑥，也全呈八句或四句之式。从诗歌形式的演进历程来看，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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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第 １２９ １３０页。按，“C 习之”乃文句，不为人名。杨希甫原文是：“寄寓虢郡，日益习之，瑾志。”
徐邦达将 “日益”二字合为一字作为姓氏，又以 “习之”二字作为名字，误甚。

孙鑛撰，汤志波点校：《书画跋跋》卷 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７０页。
此据故宫博物院藏柳公权手书长卷 《兰亭诗》绿绢本图片过录。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 ３，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７３页。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 １０，第 ３１８页。
按，在柳抄本中，王涣之五言诗云：“去来悠悠子，披褐良足钦。超迹独往，……。”而在怀仁集字本中，“超迹独往”后则有

“玄契齐古今”一句，因柳抄本和怀仁集字本是同祖断章本，足证柳抄本所夺之句即为 “玄契齐古今”，是王涣之诗为完整的五言四

句体无疑。此或为柳抄本抄写时遗漏，或年深月久而字迹磨灭。而最大的可能是字迹磨灭，因抄本他处也有类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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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正式形成律诗八句、绝句四句的近体诗体式，而柳抄本所录却全是清一色的四韵八句律诗、二韵四句绝

句的近体诗体式，这显然不符合东晋时代诗歌体式的实际。这就表明，柳抄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面目，完全

是编者按照唐代的近体诗体式删削而形成的。

再次，编者不仅裁减其诗，也裁减其文，王羲之序即因 “序行于代”而不录，孙绰序也是因 “文多不备

载”，后面被裁一截，且序中文字也被删削不少，只要把它和欧阳询 《艺文类聚》所载孙绰序作比照，就可

以看得很清楚。柳抄本孙绰序云：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之则清，诸之则浊耶。故振辔 （于） （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

（林）野，则辽落之意兴。仰瞻羲 （唐）（既）远矣。近咏台向，顾探增怀□，于暧昧之中，思蓥拂之道。暮
（春）（之）（始），（稧）（于）（南）涧之滨，高 （岭）（千）寻，（澄）湖万顷，乃席芳草，镜清 （流）卉。

物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 （咸）畅。于是和以 （醇）醪，齐以达观，（怏）（然）兀矣，焉复觉鹏饁二物哉！

曜 （灵）促辔，玄景西迈，乐与时过，悲亦 （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

之致兴，良咏歌之 （有）（由）。①

而 《艺文类聚》所载孙绰序则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意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尚，顾深增怀。为

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

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

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饁二物哉！②

对比可以看出，二者除了一些字词不同外，还有一些句子也不相同，在前面一大段中，《艺文类聚》的句子

较柳抄本为多，笔者所加方头括号中句子，即柳抄本所无。字词不同，可以理解为传抄之误，但柳抄本略去

《艺文类聚》所载孙绰序的句子，就明显是编者删减原作的结果了。

最后，其编辑之言还透露，柳抄本在拣选、删削这些诗歌之后，又对它们重新作了编辑，其 “自此已下

十一人，兼有五言”“自此已下三人无五言”“自此已下十一人，兼有四言”“自此以下一十二人，无四言”

云云，即为其编辑说明，显示他在 “各裁其佳句”的过程中，最终选择哪些人的哪些佳作，共得诗多少，又

是如何编次这些作品的。遗憾的是，这些编辑说明往往被一些学者误作原本兰亭诗编者所加，因此认为当时

兰亭宴集规定每人作诗两首，有的完成两首，有的只写了一首，而兰亭宴集总共就写了 ３７首诗。如今看来，
这样的读解是十分错误的，实不足为凭。

那么，编者为何要将原本 《兰亭集诗》删减成这种形式的一个选本呢？这当然是有其目的和意图的。按

编者的说法，他是秉承古人 “断章之义”的原则，具体就是 “各裁其佳句而题之”，意思是他认为 《兰亭集

诗》诗文并不全佳，希望选其优者而汰其劣者，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重建一个新的选本。柳抄本的这一选本

性质，其实正属于唐代流行的 “断章”选本形制，《崇文总目》即载唐成伯撰 《毛诗断章》二卷，云 “大

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 《诗》语，汇而出之”③。《玉海》亦云：“《毛诗断章》二卷，取春秋赋诗断章

之义，钞 《诗》语，汇而出之，凡百门。”④ 关于 《毛诗断章》的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详细的描

述：“伯尚有 《毛诗断章》二卷，见 《崇文总目》，称其取春秋断章之义，抄取 《诗》语，汇而出之，盖即

李石 《诗如例》之类。”⑤ 认为其面目有似宋代李石 《诗如例》，李石 《诗如例》一卷，《四库全书总目》云：

“又以 《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于断章取义之指。凡

一百六十八条，名曰 《诗如例》。”⑥ 《诗如例》载 《方舟集》，将其与柳抄本比勘可以看到，柳抄本对原作的

删述，一如 《诗如例》之例，说明柳抄本是因循唐代流行的 《毛诗断章》之类断章体著作而成。这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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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据故宫博物院藏柳公权手书长卷 《兰亭诗》绿绢本图片过录。

《宋本艺文类聚》卷 ４ 《岁时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３４ １３５页。
《崇文总目》卷 １，后知不足斋清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刻本，第 １０页。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 ４，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８１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 １５ 《经部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 １２１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 ３０ 《经部三十》，第 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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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柳抄本 《兰亭集诗》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从其裁剪的诗来看，它们都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这就是

叙写兰亭山水之美，抒发聚会的欢乐之情，表达对自然、人生的玄学感悟，与其断章取义的编选宗旨深为契

合。这一做法，可视为编者以重新编集的形式来显现自己对 《兰亭集诗》诗旨的文学批评，他从自己的美学

趣味出发，体认和发掘出 《兰亭集诗》寄尚萧远、轶迹尘外的诗学精神，洵可谓 “赋 《诗》断章，余取所

求焉”①。

明确柳抄本的选本性质，再来看看与柳抄本相关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是柳抄本的编辑者。柳抄本编辑者，宋以来即认为是柳公权，其主要依据是世传的柳公权 《紫丝覣兰

亭诗帖》：

张兰亭诗，公权续得者，亦坿上，伏惟检领入箧。余冀面话，不次。十一日，公权状，上给事阁老阁下。
青錠辄换却旧者，谨空。②

然而，从这个帖中却读不出编者为柳公权的意思，所谓 “张兰亭诗兼公权续得者亦封上”，是说兰亭诗是张

某得者与柳公权续得者，即柳公权从他处得到，而不是经公权之手删述形成的集子。所以这个选本的编者不

能因此就判定为柳公权，应另有其人，退一步说，抄者即便是柳公权，也不过是以书法形式抄录他人编辑的

东西而已。

二是柳抄本书轴开头所题 “王献之”三字的含义。徐邦达说：“考王献之是既未撰文，又没有成诗的一

个人，列名于首，不知道是什么缘故。”③ 意已有所疑而不能决。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王献之”三字是 “王

羲之”的笔误。此说看似合理，实则不然。从文理顺序来讲，其后已有 “四言诗，王羲之为序”之语，前面

似不应再有 “王羲之”名氏的重复，所以 “王献之”的题款，颇值得进一步玩味。考永和九年山阴兰亭禊饮

时王献之九岁，他既为 “诗不成者”之一，这里就肯定不会把他作为作者列入。而最大的可能是，柳本所据

之断章本是把王献之视为 《兰亭集诗》的编辑者，断章本的编者在编辑时将其照抄下来。这一信息，其实宋

代释惠洪的 《跋兰亭记并诗》也曾有透露：

宣和四年夏，弥月不雨，稻田龟兆出。予晨兴，垂头坐西斋，方与造物者游，而厨丁聿来告米竭，余作白

眼久之。希先送此轴来索跋，欣然见王子敬诸君子，忘其厨丁。厨丁求与决，予曰：“当以三筏用事，正不必

逼人也。”④

希先即李宗师，他送 《兰亭记并诗》书轴请惠洪作跋，惠洪展开书轴看到的不是王羲之等人而是 “王子敬诸

君子”，子敬即王献之字，这句话颇值得注意。如上所言，永和九年王献之九岁，为 “诗不成者”之一，诗

作者中显无王献之之名，只是在那个 “诗不成者”名单中，才有他的名字，而 “诗不成者”的名单，按照

《世说新语》显示的顺序，是位于诗成者之后。所以惠洪看到的 “王子敬”之名，必在卷轴开头，因其名字

处于如此显要的位置，且又是后世景仰的大书法家，故而惠洪一眼看到，心中才会顿起 “欣然”之意。这就

意味着，李宗师所得 《兰亭记并诗》书轴，大体上应与柳抄本同一面目，开头均题 “王献之”三字。因此即

可明确，柳抄本 “王献之”三字并非抄者误书，而是原来就有的题款。《兰亭诗集》有 “王献之”这一题款，

自然就会使我们想到他就是原本 《兰亭集诗》的编辑者，不过，永和九年王献之年仅九岁，虽然他幼即善

书，少有盛名，但与会者将如此重要的一个文集交与一个小孩去抄录编辑，这总是令人未之敢信。所以此处

“王献之”的题款，因文献不足，究为如何，不敢遽断，请待来哲。

二、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对断章本的改造

怀仁集字本 《兰亭诗》书轴今不传，有幸的是，桑世昌 《兰亭考》载录了其全部文字。关于它的来历，

桑氏于集后题云：“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后又有云：“按群贤赋诗，刻

本有二。会稽者内避本朝讳，多代以它字，又多阙损，殊失其旨，且先后次序与中山王子高写本稍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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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正义》卷 ３８，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 ４３４２页。
《全唐文·唐文拾遗》卷 ２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１０６８５页。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第 １２７页。
释惠洪撰，夏卫东点校：《石门文字禅》卷 ２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６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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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序》，与 《艺文类聚》所载详略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为正。”① 是桑氏所见 《兰亭集诗》有两个版本，

一为会稽本，一为集字本，比较二者，桑氏以集字本为善，于是就录了集字本。按，“乾道”为南宋宋孝宗赵

昚的第二个年号，而怀仁则是唐太宗、高宗时弘福寺沙门，这个记录存在明显的错误。有学者认为，“乾道二
年十月二十七日”与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书”之间可能有脱文。② 但细读其文，二者一说时间一

说作者，表达的就是一个什么时间什么人写的题款，前后联系非常紧密，语义极为完整，不像是中间有脱文，

故应考虑是过录错误所致。考唐高宗有乾封的年号，沙门怀仁又恰生活于此时，故此 “乾道”当是 “乾封”

之误。如此，则此本形成的时间又早于柳抄本。本来，怀仁集字本早于柳抄本，照理来讲应是最贴近原本

《兰亭集诗》面目的，但是，通过二者的比较，我们却发现以下几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首先，怀仁集字本与柳抄本所据实际上是同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即柳抄本所据的那个断章本。理由有三，

一是怀仁集字本所录孙兴公后序与柳抄本孙兴公五言诗序文字完全相同，就连编者之言全都一样，怀仁集字

本编者云：“文多不载，大略如此。所赋诗亦裁而缀之，如前四言五言 （五言二字衍）焉。”而柳抄本编者之

言也复如此，唯 “所赋”作 “其”，“缀”作 “掇”，且少 “前”③ 字，虽有此异，但无关宏旨。二是集字本

所录诗不出柳抄本范围，数量完全一致，均为 ３７首。三是两个本子诗人和作品排序也全然相同。
其次，虽说怀仁集字本与柳抄本均据断章本而来，但集字本在编排上却有不同于柳抄本者。比较可以看

出，集字本对这个断章本作了大量修改，具有鲜明的增删痕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柳抄本未录

不能诗者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姓名，而集字本则将十五人姓名补录置于卷末。这个补录，与天章寺碑

记所载相同，施宿 《会稽志》引天章寺碑云：“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

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郄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

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各赋诗，合二十六人。谢瓌、卞迪、丘髦、王献之、羊模、孔炽、刘密、虞
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吕系、吕本、曹礼诗不成，罚三觥，合十六人。”④ 马一浮以为，天章

寺碑记乃本唐石本而来⑤，根源极古，怀仁集字本足可与其相印证。第二，柳抄本未录王羲之序，而集字本则

将其序文载录。王羲之序，据柳抄本编辑提示，乃为全部四言诗而作，而集字本却将其视作全部兰亭诗的前

序。第三，柳抄本中孙绰序，编者已明确是专为五言诗而作，故列之全部五言诗之前，而集字本则名之为后

序，将其置于整个诗集末尾，视为整个兰亭诗的后序。第四，柳抄本所录诗先四言而后五言，集字本则未将

四言五言诗分开，而是混编在一起，将成两篇者列之于前，即所谓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者，

而将成一篇者置之于后，即所谓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者。第五，柳抄本开篇有 “王献之”三字，而怀仁

集字本则无之。

怀仁集字本和柳抄本既然来源同一个本子，那为什么二者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笔者以为，柳抄本

是完全照抄这个断章本，而集字本则是有人在这个断章本基础上重新编辑而形成的另一种选本，所以才出现

与柳抄本既同且异的情形。集字本编者之所以要在其基础上重新编辑兰亭诗，应是基于重现 《兰亭集诗》原

貌的考虑。因原本 《兰亭集诗》已不可见，他有幸见到这个收录兰亭集作品的选本，看到其中缺少世传的王

羲之序及能诗者和不能诗者的姓名，于是就想利用世传的这些材料将其增益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集子。然而遗

憾的是，这位编者似乎并不了解这个本子的性质，误以为它就是 《兰亭集诗》原本，所以在很多方面并不尊

重这个本子的编辑提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修改，结果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恢复 《兰亭集诗》原

貌，反而破坏了断章本保留的一些原始痕迹。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点：一是王羲之 《兰亭序》的录入。编者

既然是将其作为文献载入，就得要寻求完整的 《兰亭序》文本，然而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基本上是将唐代

书法摹本中的 《兰亭序》文字录入。据刘孝标注，原本 《兰亭序》尚有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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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世昌集，白云霜点校：《兰亭考》卷 １，第 ２３页。
王连起：《陆柬之和他的兰亭诗》，《文物》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柳抄本 “其诗亦裁而掇之，如四言焉”，或有疑其非唐代原迹，乃后人补缺者。按，此行小字均位于柳抄本和怀仁集字本孙绰序后，

文字大体一致。因有怀仁集字本可证，即便属后人补缺，也是尊重原迹而为，非妄自添加，所以并不影响其作为文献的真实性。

沈作宾修，施宿、张膗等纂：《嘉泰会稽志》卷 １０，石存礼明正德五年刻本，第 ７页。
夏宗禹：《马一浮遗墨》，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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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之言，而他却未将此言录入。二是孙绰序的

录入，编者不识孙绰序是个剪裁过的文本，不唯照录其文，即连编辑之言也作为孙绰序中的文字录入。这说

明编者既未详查文本，也未寻求其他更为详尽的文本，因此并未达成恢复原本 《兰亭集诗》的目的。三是王

羲之 《兰亭序》，据柳抄本编辑提示，乃是为全部四言诗而作，而集字本却将其视作全部兰亭诗的前序。柳

抄本中孙绰序，编者已明确是专为五言诗而作，故列于全部五言诗之前，而集字本则名之为后序将其置于整

个诗集末尾，视为整个兰亭诗的后序。① 这一篡改，实有违原本编者旨意。因其无知而横生枝节，无端给后世

认识理解兰亭诗文设置了障碍。四是柳抄本所录诗歌，先四言而后五言，这种编排当然是因序而设，以序为

统摄的结果。而集字本则无视这种联系性，以人为中心来重新编辑，有两篇者列之于前，一篇者置之于后，

并重新加上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的编辑说明。这种无知妄改，等

于是在编造事实，制造混乱，告诉世人兰亭禊饮诸贤限定每人作诗两首，有人完成两首，有人完成一首，共

得 ３７首。而据上面的考察，其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如此看来，怀仁集字本实际上就是一个在柳抄本所据断
章本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较柳抄本为劣的版本，其文献价值远不如柳抄本。

虽说怀仁集字本是一个较柳抄本为劣的版本，然而奇怪的是，柳抄本在后来其文献价值反而不彰，今传

清代以前文献中竟无一人抄录编辑柳抄本所载诗文。相反，集字本倒是作为诗文文献而大行其道。揆其原因，

主要在于下面几点，一是它抄写的年代较柳抄本为早；二是它比柳抄本完整，载录了王羲之序及能诗者和不

能诗者的详细名单；三是柳抄本在文字上错讹较多；四是柳抄本是否为柳公权真迹尚存在很大争议；五是学

界并没有人从版本角度来清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二者的优劣作出考量。因此，在不知其情的情况下，人们

自然就会觉得集字本作为文献较柳抄本为善，成为文学文献也就在情理之中。在唐代，怀仁集字本尚作为书

法作品入鉴赏之目，但到了宋代，它的地位从书法作品一变为诗文文献而入藏书之家，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崇文总目》总集类及 《宋史·艺文志》著录的 《兰亭诗集》一卷，即是此本。这一点，《玉海》有

过说明：“《书目》兰亭诗一卷，晋永和九年上巳，右将军王羲之会群贤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十一人诗各二

篇，一十五人诗各一篇，羲之为序，孙绰为后序。”② 描述的就正是怀仁集字本的面目。吴曾 《能改斋漫录》、

葛立方 《韵阳秋语》、周密 《齐东野语》等著述提到 《兰亭集诗》，亦据集字本而言之。集字本所载诗文，宋

代其他学者也竞相传抄编录，除桑世昌 《兰亭考》外，施宿 《会稽志》、孔延之 《会稽掇英总集》、张膗 《云

谷杂纪》等著作也有载录。而时人评价兰亭诗，也是以此本为据，如黄彻 《C 溪诗话》谈到兰亭诗的创作
就说：

曲水修禊之会，人各赋诗，成两篇者，自右军、安石而下才十一人；成一篇者郄昙、王丰之而下十五人。

诗不成罚觥者凡十六人。今观所传诗，类皆四言、五言，而又两韵者多，四韵者无几。四言二韵止十六字耳，

当时得预者往往皆知名士，岂献之辈终日不能措辞于十六字哉？窃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贻久远讥

议，不如不赋之为愈。③

所谓 “成两篇者”“成一篇者”，均为怀仁集字本编辑者言语，很明显，黄彻读到的就是怀仁集字本，他对其

中编者之语所反映的兰亭诗创作情况深信不疑，并据此以推测王献之等人当时不为赋诗的原因，认为 “四言

二韵止十六字耳，当时得预者往往皆知名士，岂献之辈终日不能措辞于十六字哉？窃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

率然，恐贻久远讥议，不如不赋之为愈”，周密则认为，“今王氏父子群从咸集，而献之诗独不成，岂不平日

静退之故邪”？④ 据这样一个背离原本体例、编辑失真的本子来讨论当时兰亭诗的创作情形，无论作怎样的努

力，结论都显得极为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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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柳抄本和怀仁集字本中王序和孙序的位置，徐邦达认为，怀仁集字本 “以王羲之、孙绰二人的文章分为前后序，似乎比之柳本

为四言诗序、五言诗序为合宜些”（见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第 １２９页）。按，徐邦达未识怀仁集字本是在柳抄本所据断章本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本子，故有此言。因柳抄本所据断章本是二者的母本，故当以柳抄断章本对王序和孙序的编排处置为是，

怀仁集字本的处置乃变其体例而成，并非原貌，实不足为凭。

《玉海》卷 １７５，庆元路儒学元至元六年刻本，第 ５册，第 ３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卷 １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３９８页。
周密撰，杨瑞点校：《齐东野语》卷 １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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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冯惟讷编 《诗纪》，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首次被纳入了诗歌总集之中，标志着集字本作

为诗文文献正式得到了肯定。然对于冯惟讷的收录，清代冯舒却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据柳公权书本云：“四言诗，王羲之为序，序行于代，故不录。其诗文多不可同载，今各裁其佳句而题之，

亦古人断章之义也。”则知今世所传，俱非全文，皆诚悬删本也。其五言诗序，亦删兴公之作，序下小字注曰：

“文多不备载，其略如此，其诗亦裁而掇之，如四言焉。”明是右军为四言之序，而兴公为五言之序也。今混载

四、五言而移孙序于末简，又并柳公所注而添入序中，又增末句曰 “所赋诗亦裁而缀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妄而窒矣。①

冯舒不知，《兰亭集诗》世有怀仁集字本和柳抄本，冯惟讷 《诗纪》收的是集字本而非柳抄本。而冯舒执柳

抄本批评 《诗纪》，以为是冯惟讷动手脚妄改柳抄本，郢书燕说，亦妄而窒矣，所以冯惟讷实际上是很冤枉

的。不过，根据上面的考察，就文献本身的质量和价值而论，柳抄本兰亭诗是高于怀仁集字本的。冯惟讷作

为总集的编撰者，不选柳抄本而用集字本，且没有对集字本作文字上的甄别，也是有失察之嫌的。

三、原本 《兰亭集诗》形制蠡测

史上最早记载山阴兰亭修禊之事的是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和唐修 《晋书·王羲之传》。《晋书》本传只

言羲之为修禊事作序以申其志，而刘孝标于其情况则言之甚详：

王羲之 《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

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

三斗。”②

据刘孝标注所引文字，知当时兰亭禊饮赋诗之后是编了集子的，所谓 “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即是其证。

而且，根据此注，还可知这个集子编撰的具体情形是，王羲之序列之于前，后则将孙统等二十六人的诗次之

如左，复又将不能赋诗者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姓名著之于后。《兰亭集诗》这一编撰体例，颇仿石崇

《金谷诗集》，所谓 “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即石崇 《金谷诗叙》“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

后”，而 “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云云，则 《金谷诗叙》所谓 “或不能者，罚

酒三斗”。另外，考 《金谷诗叙》，又有 “凡三十人，吴王司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③

之言，是知 《金谷集诗》乃按年齿为序来编次各个作家的诗作。那么，兰亭诗是否也是这样的情形呢？按

《临河叙》，王羲之是将孙统作为第一人来统领诸人的，意思也是以孙统为首。孙统为孙绰之兄，生卒年不可

详考，然 《晋书》本传云孙统 “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④，孙盛生于西晋永宁二年 （３０２年）⑤，孙统既为其从
兄，则其生年自是在孙盛之前。而在兰亭与会者四十二人中，生年可考者如王羲之生于西晋太安二年 （３０３
年）⑥。谢万、谢安、郗昙俱生于东晋太兴三年 （３２０年）。曹茂之的年龄，据 《世说新语》庾騄之语，可知

其与王羲之、谢万等人同时。这些人虽是与会的长者，但年岁皆不若孙统之大。王蕴之生于东晋咸和五年

（３３０年），王彬之与其俱为广汉人，二人恐为兄弟或族兄弟，年齿相当。庾友为庾冰第三子，庾蕴为庾冰第
四子，其父庾冰生于西晋元康六年 （２９６年），则其年岁自是比孙统为少。其他如桓伟为桓温 （生于 ３１２年）
第五子，孙嗣为孙绰之子，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献之为王羲之之子，皆是与会的

少者，其年岁更是不及孙统。因此 《兰亭集诗》的编辑也应如 《金谷诗集》按年齿为序来编次各个作家的诗

作。柳抄本和集字本由于是选本，显然打乱了这个顺序，其四言诗的编次以王羲之为先，五言诗则以孙绰为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舒：《诗纪匡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３８０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７１４页。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上 《企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 ６３０页。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 《品藻》，第 ５２９页。
《晋书》卷 ５６ 《孙统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１５４３页。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 １８９页。
按，王羲之的生年有西晋太安二年 （３０３年）及东晋太兴四年 （３２１年）两说，但羲之长子王玄之生于东晋咸和二年 （３２７年），若
羲之生于太兴四年 （３２１年），哪得七岁便生玄之？故羲之生年当以西晋太安二年 （３０３年）为是。



文以字传：《兰亭集诗》的幸与不幸

先，这种编排，大有以序者为尊的意思。又，石崇 《金谷诗叙》有 “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之语，《临

河叙》虽不有此言，但据其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

赋诗”之语，仍然还是可以明确，《兰亭集诗》也一如 《金谷集诗》 “具列时人官号姓名”，桑世昌 《兰亭

考》所载怀仁集字本 《兰亭集诗》有诸人官号姓名，诸如 “前余姚令孙统”“前永兴令王彬之”之类，应是

保留了原本的体例。只不过，《兰亭考》所载集字本的时人官号，有的已显非其旧，比如谢安，预兰亭集时

三十四岁，尚未为司徒，其为司徒在太元二年 （３７７年），而集字本则称其为司徒；郗昙预兰亭集时尚未为散
骑常侍，为散骑常侍在升平二年 （３５８年），而集字本所称则为散骑常侍，显为后来追改。

以上据刘孝标 《世说新语注》引 《临河序》考知了 《兰亭集诗》的一些编辑情形，下面即按柳抄本和集

字本提供的信息，来追溯原本 《兰亭集诗》编辑的其他方面的情况。

首先是原本兰亭诗序的问题。据柳抄本和集字本，《兰亭集诗》有王羲之和孙绰两序，因柳抄本和集字

本是在原本基础上改定的文本，所以是可以确定原本 《兰亭集诗》有王羲之和孙绰两序。原本 《兰亭集诗》

之有两序，与 《金谷集诗》有石崇序和潘岳序的情况是一样的。石崇有金谷序，见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然 《世说新语》又云：“王右军得人以 《兰亭集序》方 《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① 此所谓

《金谷诗序》，并不言作者为何。但同一件事，在 《晋书》羲之本传则表述为：“或以潘岳 《金谷诗序》方其

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② 明言这里的 《金谷诗序》作者为潘岳，按此，则 《金谷集诗》就存在石

崇、潘岳两序。不过，近代学者多以为是 《晋书》记载之误，潘岳当为石崇。如余嘉锡即言：“今 《晋书·

羲之传》乃云：‘或以潘岳 《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与此不同。考诸书引用 《金谷

诗序》，无题为潘岳者，其文已略见 《品藻篇》‘金谷中苏绍最胜’条注中。观其波澜意度，知逸少 《临河

叙》实有意仿之。故时人以为比。潘岳 《金谷集诗》在 《文选》内，不闻有序。纵安仁尝别为之序，亦必非

逸少所仿也。桂馥 《札朴》六据 《羲之传》遂谓石崇 《金谷诗叙》即安仁代作，实非崇文。夫石季伦非不能

文者，何须安仁捉刀？况他书并无此言，《晋书》单文孤证，恐系纪载之误，未可便以为据也。”③ 余嘉锡以

王羲之 《临河叙》实有意仿石崇序，主要是认为二者 “波澜意度”颇相仿佛，但是，潘岳有 “潘才如江”之

誉，作为同一题材的文字，石崇序的那种 “波澜意度”，潘岳并非不能为。再者，论才气名声，石季伦实非潘

安仁之敌，所以王羲之最想得到的比拟对象恐怕应该是潘岳序而非石崇序。另外，从句子结构来看，使用

“又”是表示几种情况或性质同时存在，如此，这段话下一句说石崇，那么上一句就肯定是说别人而非石崇。

因此，《晋书》作 “潘岳 《金谷诗序》”是没有问题的，若将其理解为 “石崇 《金谷诗序》”，反倒有悖文

理。至此，也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段话的真正含义了，是当时有人把王右军写的兰亭序和潘岳的金谷诗序

并论，且又把组织兰亭宴集的王右军与组织金谷宴集的石季伦相比，故而王右军才感到无比的高兴。即此也

就可以明确，《金谷集诗》并有石崇、潘岳两序，《兰亭集诗》之有王羲之、孙绰两序，乃是仿金谷宴集的做

法而来。

其次是原本 《兰亭集诗》的数量和形制。根据以上对柳抄本和怀仁集字本的考察，我们发现，此二本实

际上是据同一个选本 （即断章本）而来，所载 ３７首诗并非 《兰亭集诗》的全部，这就意味着原本 《兰亭集

诗》的数量要比现存多得多。而且，由于这些诗是选本编辑者 “各裁其佳句而题之”，各首诗已不得其全。

按照前面的考察，其诗的体制，当初绝不是近体诗二韵、四韵的格局，而是东晋时代的诗歌体制，或二韵、

四韵、五韵、六韵、七韵不等。

再次是原本兰亭诗的编排。据柳抄本编辑者言，四言诗和五言诗是分别而居，四言诗居前，五言诗系之

于后，并指出王羲之序为四言诗而作，孙绰序为五言诗而作。柳抄本既有此断语，即可以肯定，原本兰亭诗

应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编排的。

最后是原本兰亭诗的编者。柳抄本开头有 “王献之”三字，根据前面的考察，此处应是原本兰亭诗抄写

编辑者名氏所在的位置，但署为 “王献之”，实让人不敢遽信，所以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１３１

①

②

③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上 《企羡》，第 ６３０、６３１页。
《晋书》卷 ８０ 《王羲之传》，第 ２０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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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集诗》编定后，世也有流传。上引 《世说新语》云 “王右军得人以 《兰亭集序》方 《金谷诗序》，

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见时人对王羲之 《兰亭集序》已有所关注和评论。而刘孝标注 《世说新语》

也引以为注，用以彰显王羲之的行为风操，表明这早已是文学史上广为传诵的一段佳话。至于 《兰亭集诗》

的流传，史虽无载，但宋黄伯思 《跋唐人书兰亭诗后》有云：“顷见晋人一帖云：‘三日诗，文既佳，兴趣

高，览之增诸怀。年少作，各有心。’”①说明兰亭诗在东晋也曾一度受到关注，得到一些人的赞赏。由此可

见，《兰亭集诗》编辑成集后，当初并不如四库馆臣所言是 “归赏鉴之家”② 作为书法作品来收藏，而是作为

文学作品流传于世。世人关注的是 《兰亭集诗》的文学成就，而并非其书法上的造诣，从王羲之的 “甚有欣

色”可以看出，他自己在乎的还是 《兰亭序》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成功，所以对别人的赞扬和认可才感到得

意。而实际上，当时也的确不见有从书法上讨论 《兰亭序》和兰亭诗的记载，这说明人们是没有把它视为书

法作品的，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基于 《兰亭集诗》是一次文学创作活动而不是一次书法创作活动的产物。然

自此以后，六朝文人似不再关心 《兰亭序》和 《兰亭集诗》，《文选》不录其文其诗，《文心雕龙》《诗品》

等批评著作也无一语及之。及至唐代，始有柳抄本和集字本所据之断章本出现，这个断章本以断章取义的方

式修改原本 《兰亭集诗》，如前所言，其实质是摘句批评，表达编者对 《兰亭集诗》诗旨的认知和理解。原

本 《兰亭集诗》作为诗歌总集，《隋志》《唐志》均未有著录，不过，因有柳抄本和怀仁集字本的见证，可知

它在唐初还存在于世。遗憾的是，唐人只重视其书学价值而不知惜其文献价值，没有将其作为诗文文献完整

保存下来。柳抄本和集字本作为挦詇原本之物，尽管已不得其全，但能传至今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四、山阴兰亭禊饮的性质及 《兰亭集诗》的文学史意义

那么，《兰亭集诗》在六朝时期为何会遭受到如此冷遇、没有获得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呢？这显然与兰亭

禊饮的举办目的和大多参预人员的非文学家身份以及 《兰亭集诗》的玄言诗性质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文人雅集盛行，如邺中宴集是曹丕为代表的邺下文人的创作文会，石崇金谷宴集是达官贵人

为送别同僚而设，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禊饮乐游苑和齐武帝永明九年禊饮芳林园则是官方组织的君臣宴集。相

形之下，王羲之组织的兰亭禊饮就显得极为民间化和私人化，没有那么大排场和阵势。参预禊饮者四十二人

中，王羲之携王凝之等七子，孙绰携其子孙嗣，庾氏有庾冰子庾友、庾蕴，桓氏则有子弟桓伟，其中最小者

王献之九岁，年少者几占禊饮人数的三分之一，正羲之序所谓 “少长咸集”者，所以此次的兰亭禊饮，实际

上就是一次亲故之间的亲子游，这应是王羲之在组织时就已设定的目的。这一点，通过其作品就可以看得很

清楚。如王羲之诗云：“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好，散怀一丘。”孙绰诗云：“春咏登台，亦有临流。”

袁峤之诗云：“古人咏无雩，今也同斯叹。”桓伟诗云：“宣尼遨沂津，袺然心神王。数子各言志，曾生发奇

唱。今我欢斯游，愠情亦暂畅。”③ 都是把这次宴集比作曾晳所向往的那种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④ 的暮春之游，与此次活动设定的亲子游目的相合。而上引黄伯思所见晋人帖 “年

少作，各有心”之言，其实也就是针对 《兰亭集诗》有诸多 “年少作”这一情形来说的，表明晋人也充分注

意到了兰亭禊饮为亲子游的这一特点。可想而知，这种以亲子游为目的的私人禊饮活动，是不易在社会上造

成极大影响、引起当时舆情的轰动的。另一方面，兰亭禊饮中王羲之的亲故除孙绰、谢安、孙嗣、桓伟外，

其他如谢万、孙统、郗昙等数十人，在刘勰 《文心雕龙》、锺嵘 《诗品》、江淹 《杂体诗三十首》及其他史传

论著中，大多均无有以文学见称者，可见兰亭宴集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擅长文学，在当时的文学评价体系中，

其成就尚不足序入文学家之列。诸多不善文学的亲故加上年少者，这样的人员结构，本就不是一个标准的文

学家的阵容，就很难想象他们此次的创作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获得主流文学批评家的

推崇和认可。更何况，《兰亭集诗》为玄言者流，玄言诗在当时的评价普遍不高，本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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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主编，王秀梅等编录：《宋人诗话外编·东观余论》卷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 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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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 《兰亭集诗》诗作均据故宫博物院藏柳公权手书长卷 《兰亭诗》绿绢本图片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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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羲之所谓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道出的乃是此次禊饮活动的真实意图，他并不指望他们的

作品能够在当时文坛形成影响、引起世人的关注，只不过是希望这一创作活动能够满足禊饮所设定的这个游

乐环节而已。也正是这个原因，王羲之 《兰亭序》在历史上虽然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将其 “方 《金谷诗

序》”，《兰亭集诗》也得到了 “三日诗，文既佳，兴趣高，览之增诸怀。年少作，各有心”的表彰，但总体

上讲却是波澜不惊，没有引来多少注视的目光。

《兰亭集诗》在六朝虽然是这样的境遇，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它在文学史上的存在。实际上，它的存在，

犹如一面历史的镜子，照见了那个时代玄言诗的发生过程，对于认识玄言诗的历史背景和创作旨趣无疑具有

重要意义。

东晋玄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刘勰和锺嵘都曾作过专门的总结，刘勰云：“自中朝贵

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箏鍃，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①

锺嵘云：“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

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② 虽然二人对玄言诗都持批评态度，但毕竟还是认可它们在诗史上的

存在和影响。然而，玄言诗究竟起于何地？这个作家群体又是由哪些人组成？刘勰、锺嵘却并未详言，在此

情况下，山阴兰亭禊饮及其 《兰亭集诗》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就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为认识玄言诗打开了一

个的重要窗口。考察可知，在 《兰亭集诗》提供的四十二人大名单中，孙绰就是东晋玄言诗的领袖人物，他

与另一位领袖人物许询并称诗坛，二人均长期居于会稽，《晋书》谈到二人的关系时说，孙绰 “少与高阳许

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 《遂初赋》以致其意。”又云：“绰与询一时名流，或

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

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③ 可见二人乃是同志而友，并以才藻相高。而兰亭宴集的不少著名人物，

也多居于会稽，与孙绰、许询相游处。王羲之 “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

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

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④。谢安 “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

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⑤。孙统 “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乃求为鄞

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⑥。这一情况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参加

兰亭宴集的群贤如王羲之、谢安、孙统等人，不唯是孙绰、许询游放山水的同道，同时也是孙、许为首的玄

言诗阵营中的人物，《续晋阳秋》所谓 “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⑦，指的应就是王羲之、谢

安以及 “桓、庾诸公”等对孙绰、许询玄言诗创作的追随。这也就解释了玄言诗的重镇，为什么不是人文荟

萃的京师建康，而是僻处江南一隅的会稽。十分清楚，正是生活在此地的一批文人，在孙绰、许询带领下，

成就了中国诗歌的这段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兰亭宴集群贤赋诗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东晋玄

言诗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视为东晋玄言诗创作活动的一个剪影。二是兰亭禊饮生动地表明，玄言诗乃是文人

游放会稽山水间的一种文学创造，是山水启动了人们思考玄言哲理的大脑，从而催生了玄言诗，所以山水与

玄言诗本就存在天然的关系，它们从来都不是天敌。王羲之就说：“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⑧ 王献之的

感受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目不暇接。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⑨ 可见他们对会稽山水

的亲近和热爱。不难看出，山水不仅是其赏玩发趣的对象，更是其体道之具。后来宗炳提出的 “山水以形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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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① 就是这种自然观在山水画中的延伸。明确这一点，刘勰所谓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② 的著名论断在

此也就有了重新解释的依据。很显然，刘勰将老庄和山水相提并论，足见他已经意识到老庄和山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认为玄言诗是文人游放山水间对老庄哲理的体认，他们通过山水的体验来发抒自己对玄理的理解

和认识，只是后来诗人已志不在玄理，故而才把重心放在山水理趣的阐发上罢了，这才是刘勰这句话真正含

义所在。

情况也正是如此，原本 《兰亭集诗》虽然已经亡佚，但通过今本 《兰亭集诗》的考察，我们对这一问题

将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前已有说，今本 《兰亭集诗》是唐代选家在原本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断章本，这个断章本选取原本 《兰亭

集诗》中最优秀的 ３７首诗作，且 “各裁其佳句而题之”，把 ３７首诗中不合适的句子裁去，形成了一个 “诗皆

一鰖，亦各寻所寄”③ 的统一主题。这个主题，宋及宋以后批评家都有过充分的揭示。黄伯思 《东观余论》

云：“魏正始中，务谈玄胜，及晋渡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纯始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孙兴公、许玄度转相祖

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今山阴修禊诸贤诗体正尔，然皆寄尚萧远，轶迹尘外，使人怀想殊

深。”④ 黄伯思认为，《兰亭集诗》从本质上来讲固然是东晋玄言诗者流，却有超拔玄言的情怀，即遗落世事、

飘然尘外的隐逸之志。黄伯思的诗评影响极大，后来明代徐树丕、锺惺，清代陈祚明、张玉等评价兰亭诗，

基本都是在此基调下进行。如徐树丕言王凝之 “兰亭集诗言简语超，居然名士也”⑤。锺惺谓 “予当服右军通

识随俗行藏之言，今吟 ‘寓目理自陈，适我无非新’二语，真是通识所发，非一意孤高绝俗之流”⑥。又评王

徽之诗云：“读右军父子兰亭诗，可悟其微，严紧中藏有森秀，然不如凝之高简。”⑦ 陈祚明评王羲之诗云：

“旷达之旨，射洪古诗中多此等语，易流宋人。”⑧ 张玉评王羲之诗云：“即序中仰观宇宙数句意，寓目理

陈。贴视说群籁适我，贴听说只渌水滨，略带兰亭，绝不粘，诗境清超。”⑨ 这些评价，皆着眼于 《兰亭集

诗》的寄尚萧远、别有怀抱而言。它们虽然都是在一个 “洁本”的基础上进行，并不能反映原本 《兰亭集

诗》诗歌的全部情况，但是，在玄言诗已大量亡佚的情况下，通过这个 “洁本”所反映的内容，正自可以对

已往玄言诗 “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评价进行反思。以上黄伯思等人对 《兰亭集诗》的考察充分说

明，玄言诗固然有老庄玄言的叙说，但其中不无 “恬淡之词”瑏瑠，有着比较实际的生活内容，这主要是玄言诗

人本就不是坐而论道，而是 “乐隐遁之事”瑏瑡，在会稽山水间游走，因此就少不了其隐逸怀抱的抒写。

结语

《兰亭集诗》不以文传而以字传，虽说是命途多舛，但能流传至今，已属不幸中的万幸。通过对柳抄本、

怀仁集字本的考察，我们推原了原本 《兰亭集诗》的编撰和永和九年山阴兰亭禊饮的性质，并考察了它和东

晋玄言诗创作的关系。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拓展 《兰亭集诗》相关问题的研究将会形成重要的支持。

比如王羲之 《兰亭序》书法的真伪问题，倘若以此为基点进行重审，对之就会提出一种文献学上的思

考。根据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兰亭序》在 “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之后，尚有 “右将军司马太原孙

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之言，然今存王羲之 《兰亭

序》书法仅止于 “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后面的这些文句则不知所终。很显然，作为一次书写完成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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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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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必是呈首尾完整的形态。至此就不禁要问，世所景仰的王羲之 《兰亭序》书法为何会是一种残缺的书写

形态，原本的这后一半截文字究竟去了哪里？由于王羲之书法作品有此文本构成上的缺陷，相对于此前学者

对其真实性的质疑，这无形中又形成了一次更为严厉的学术拷问。

又如 《兰亭序》未入 《文选》的问题，说者极多，或以为是文有语病，或以为是内容上的玄谈倾向，或

以为是格局不高，基本上都是从文本本身找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一

篇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个人话语所能决定的，必须要建立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从以上呈现的情况

来看，《兰亭序》当时只是受到了个别的关注和赞赏，在东晋南朝并没有获得一种集体的认同和接受，南朝

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如 《文心雕龙》《诗品》等曾无一语及之，足见遭到了集体的无视。萧统编 《文选》，所

选作品当然不是仅凭其个人喜好来决定，而是在尊重集体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兰亭序》既未获得集体的认

同，萧统不选也就在情理之中。

要之，唐前总集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二百余部，今传者不过 《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

品》而已，损失极为惨重。总集文献的缺失，给研究当时总集编撰过程、文学发展情况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兰亭集诗》从书法作品回归到诗文文献，唐前留存总集由四而五，又为唐前文学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

对象，也为东晋玄言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这无疑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 《兰亭集诗》因

柳抄本和集字本编者的改易已不得其全，但其文献价值仍不容小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揭开它身上隐藏

的更多文学、历史之谜，发见与之相关的更多历史联系或环节。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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